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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弗里克在认知理论领域中提出认知非正义概念以来，对于此类认识论和伦理学融合的学术讨论便围绕

此概念集中进行，其中对因社会身份偏见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证词非正义”的讨论，都集中于社会身份

负面的偏见刻板印象导致的听者将说者的证词可信度贬低而造成的认知非正义形式，且并不认为因社会

身份正面的偏见刻板印象导致的对说者的证词可信度过剩而造成的危害属于“证词非正义”，本文将逐

步从弗里克否认可信度过剩的证词非正义的理由、可信度过剩的证词非正义支持条件与可信度过剩导致

的证词非正义危害几个部分来讨论可信度过剩的证词非正义何以成为可能，并以此种可能性使得证词非

正义理论的概念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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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Fricke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gnitive injustice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theory, the aca-
demic discuss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has focused on this concept. The dis-
cussion of the “testimony injustice” caused by social bias stereotype has focused on the form of cog-
nitive injustice caused by the negative social bias stereotype which leads the listener to devalu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peaker’s testimony, and does not consider the harm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credibility of the speaker’s testimony caused by the positive social bias stereotype as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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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stice”. In this paper, we will gradually discuss the reasons for the denial of the testimony in-
justice with excess credibility, the supporting conditions of the testimony injustice with excess 
credibility and the harm of the testimony injustice caused by the excess credibility, and this possi-
bility makes the concept of the theory of injustice of testimony more adeq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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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 2007 年提出了“认知非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的概念，描述了在身份权

力的运作下身份偏见和解释资源缺乏如何阻碍了知识的有效传递([1] p. 48)。并提出在这种过程中出现的非

推论知识传递的失败会对认知者造成认知压迫，将某些群体排斥在认知活动之外，甚至取消了其知识身份

([1] p. 48)。弗里克区分了两种认知非正义的概念，分别是“证词非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和“诠释非

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本文所重点关注的“证词非正义”，即由于听者(hearer)心中对说者(speaker)
的负面身份偏见，个人的证词被赋予的可信度(credibility)低于应有的可信度([2] p. 263)，而这种现象出现

的路径是因为身份权力(identity power)的不公导致的因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tion)而形成的对特定社会

群体的社会身份刻板印象(social stereotypes)，带有偏见的社会身份刻板印象会先入为主地阻碍社会成员

在证词交换(testimonial exchange)过程中的理性判断，对说者给与低级的认知地位，甚至剥夺说者的认知

能力，从而造成认知非正义的伤害。弗里克在探讨证词非正义时对证词非正义进行了限定，认为在证词

交换中的说者“当且仅当她因为听者的身份偏见而受到可信度缺失”([3] p. 28)时，才能称这类证词交换

中存在证词非正义，对于可信度过剩的情况认为不能够被认为是属于证词非正义的认知非正义。 

2. 否认可信度过剩的条件 

弗里克认为造成证言非正义的成因被总结为三个条件，1) 受害者作为认知者的能力受到了损害。2) 
这种伤害不仅仅是由不公正的累积效果构成的。3) 这种伤害是系统性的，因为它通过不同的、广泛的社

会活动维度对受害者施加伤害([4] p. 206)。 
从第一点来看，因社会身份刻板印象对说者施加了过剩的可信度并不会导致说者作为认知者的认知

能力遭受损害。这种对认知能力的损害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物化(epistemic objectification) ([5] p. 26)，这种

物化是指将认知主体降格为客体，从主动认知主体的角色降格为被动认知主体的角色，从被动认知主体

的角色中获取知识([3] p. 132)，也就是将既可以作有认知能力的认知主体，也可以作认知信息源头的认知

源的人类看作仅仅具有认知源地位的无能动性的信息源。所以在弗里克看来，认知不公正的主要(或内在)
伤害在于当一个人作为一个知者被冤枉时发生的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 ([6] p. 488)。因而，只有当证

词交换过程中，因负面的社会身份刻板印象导致的偏见使听者认为说者作为认知者而言缺乏认知能力，

才使得听者认为说者的说辞缺乏可信度，从而不予以信任。但根据弗里克来看，正面的社会身份刻板印

象并不会使得听者剥夺说者作为认知者的认知身份，因而因正面的社会身份刻板印象造成的可信度过剩

“通常对说者有利，而可信度不足通常对说者不利”([3] p. 18)且可信度过剩并不是证词非正义的核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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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为在某些知识方面受到过度尊重的人，其作为知情者的身份并没有受到损害([6] p. 485)。因而，在

证词交换过程中，可信度过剩的现象不会导致听者对于说者作为认知者的物化现象，所以可信度过剩不

能被称为是证词非正义类型的认知非正义。 
从第二点以及第三点看，可信度缺乏导致的证词非正义造成的认知性伤害，即物化，是由社会身份

权力对核心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在个体层面上认知能力的社会想象引起的，并不仅仅是不公正的分配造成

的。一个人的可信度过剩不能自动与另一个人的可信度缺乏相关联，因为可信度不是一种我们仅拥有有

限数量的稀缺商品，因此，分配公平(即获得平等的份额)不适用于这种认知质量([7] p. 16)。除此之外，

可信度过剩可能造成的伤害并非是认知性伤害，对一个认知者给予过剩的可信度，可能会使其发展出一

种认知上的傲慢，以至于一系列认知上的美德使他遥不可及，使他思想封闭，独断专行，无忧无虑，对

批评无动于衷，等等([3] p. 20)，这仅仅是对于认知者本人在美德上的负面影响。因此，虽然可以承认可

信度过剩可能会产生不公正的累计效果，但因为缺乏直接且即时性的认知性伤害，以及缺乏导致可信度

降低的必然路径，所以可信度过剩并不因可信度分配不公正而产生认知伤害，即使产生伤害也不会造成

广泛的涉及社会维度多方面的认知性伤害，因而可信度过剩并不会引起证词交换领域内的认知非正义。 
虽然弗里克给出了限定证言非正义的标准并论述了反对将可信度过剩造成证言非正义的可能性，但

因她对于可信度过剩的研究并未持续，所以在讨论这一现象时所进行的证明并不充分，因而下文将以可

信度过剩的证词非正义支持条件与可信度过剩导致的证词非正义危害两部分来对其证言非正义理论进行

充分性补充。 

3. 支持可信度过剩的理由 

可信度过剩指的是当基于与说者的社会身份相关的偏见刻板印象，说者在某些知识方面被评估为可

信时，就会出现身份–偏见可信度过剩([6] p. 487)。在证词交换过程中，对说者给予过剩的可信度并不像

弗里克所表达的，不能造成说者作为认知者的能力的剥夺，即认知物化。 
第一，给予说者超出其应得的可信度会将作为个体的个人消融于社会身份刻板印象中。这种过剩的

可信度给予基于在既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社会想象对说者的社会身份相关的正面偏见刻板印象，在作为整

体的证词交换过程中，听者仅仅以这类型的正面偏见刻板印象便给予说者过剩的可信度，听者并非必然

如弗里克所说的将说者个体看作一个认知主体，听者完全可以仅将说者看作一个认知源，在对说者进行

认知物化的同时相信说者的证词。与可信度缺乏造成的认知物化相比，可信度过剩造成的认知物化不同

点在于将说者作为一个过度可靠的认知源来看待，这样看待的理由与可信度缺乏造成的认知物化相同，

均为社会身份刻板印象而造成的。所以听者给予说者过剩的可信度并非是因为听者对于说者的认知能力

有着细致的了解与尊重，仅仅是因为说者所持有的带有正面偏见的社会身份刻板印象来给予可信度，这

可以归因于表面的社会身份偏见。 
作为个人所有的社会身份刻板印象而言，与陌生关系的个体与非陌生关系的个体以及自身所能接触

到的认知领域存在深刻联系，表面的社会身份偏见是对与主体处于陌生关系的个体而言，因主体并非了

解此类个体的具体认知能力，所以对这类个体的可信度判断来源于对个体的表面显现的社会身份的社会

及个体的刻板印象；对于主体处于非陌生关系的个体而言，因主体部分了解个体的具体认知能力，所以

对这类个体的可信度判断更为准确，但相关认知性偏见更多会受到主体自身与个体的交互经验，所以即

使因此出现偏见，也是深层的社会身份偏见。而给予说者的可信度过剩和可信度缺乏一般性而言都出于

表面的社会身份偏见，出于表面的社会身份偏见造成的可信度过的目标常被确认为是非常有知识的专家

([6] p. 488)。例如，纳拉扬(Narayan Uma)在访学印度后因其学者身份以及访学经历而被给予了在其未知

领域过剩的可信度：“在我作为一名学者的短暂时间里，我曾被从事印度英语小说、流行印度电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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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角色以及南印度女神崇拜仪式研究的学生咨询过，这些都不属于我的学术专业领域，而且我对所有

这些都知之甚少。”([8] p. 132)她认为个体会根据个体自身所了解的刻板印象而对说者给予期待，“通常

被期望成为信息的虚拟百科全书”([8] p. 132)因此，对说者给予过剩的可信度同样会导致对说者认知物化

的可能，因而使得认知者的认知能力受到伤害也是可能的。 
第二，认知上的不公正(以及与之相反的正义形式)是通过长期的持续努力和相互作用而产生和维持的，

因此，不能局限于证词交换的单一时刻([7] p. 17)。如果仅仅考虑可信度过剩可能带来的不即时性和分配

公正性问题，那么在复杂且长期的社会认知证词交换过程中，必然会片面地忽视在社会视域下认知交互

带来地可能的持续性伤害。毕竟，认知上的不公正并不总是直接和直接的伤害；它们往往有时间轨迹，

并在多种背景和社会互动中产生反响([7] p. 16)。从非正义的整体方面考虑，人们确实不会以立即和直接

的方式感知到过剩的可信度所造成的危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信度过剩造成的伤害仅仅停留在弗里克所

说的认知者自身美德的损害，还会存在上文所述的对听者对说者作为认知者的物化的伤害，并且可信度

的分配虽然会不像稀缺商品分配一样此消彼长，但因为与许多其他认知品质一样，可信度具有互动性；

其适当或不适当的归因反映了比较或对比的基本互动方面：隐含地，在某种程度上被判断为可信是被认

为比其他人更可信，比其他人更不可信，和其他人一样可信([7] p. 18)。在复杂且长期的社会认知证词交

换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比较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对一个个体持有过剩的可信度判断，那么当这个个

体同其他未被评判为有过剩可信度的个体进行证词交换，且出现证词冲突时，听者主体会倾向于信任其

给予过剩可信度的个体，进而在比较中削减了其他个体的可信度。因此，过剩的可信度评估有可能会导

致对其他个体的可信度判断缺乏。 
第三，可信度在社会中是多方面动态变化的，会对涉及各方都有影响([7] p. 18)。在导致可信度过剩

的社会偏见刻板印象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听者假设目标的社会身份特征——如目标的种族化、性别化等

等，外表——是目标拥有何种知识的可靠指标。由于潜在的偏见刻板印象在认知上是不可靠的，因此产

生的可信度评估往往是不值得的([6] p. 487)。仅仅依据表面的社会偏见进行的认知物化来增加的可信度评

估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可信度评估在证词交换过程中造成的信任差异因此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在以这

样不合理的偏见与评估为基础的证词交换不能称之为是正义的，因而便可能会因可信度过剩而出现证词

非正义的现象。且除了认知物化的认知伤害之外，可信度过剩还可能在社会多方面加重边缘群体与核心

群体之间的认知身份偏见，当给予社会边缘群体的偏见刻板印象在于对这些群体在某些领域给予不合理

的可信度时，此社会边缘群体所附着的身份偏见便会在社会身份权力占主导的核心群体中加深偏见印象，

而接受在受信任领域中社会边缘群体的话语可信度，但此种接受并非为社会边缘群体自身被接受的现象，

而是社会核心群体为了简化证言交流的可信度判断而意向边缘群体应当拥有此种偏见刻板印象的可信度，

这种接受是更严重的对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不仅剥夺了社会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力，还依据对社会边缘群

体的偏见刻板印象规定了他们的话语体系。因此，可信度过剩在证词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伤害也是系统

性的，可以通过不同的、广泛的社会活动维度对受害者施加伤害，所以具有引起证词非正义的可能性。 

4. 可信度过剩的危害 

上述虽在支持可信度过剩可能造成的证词非正义部分讨论了个别可信度过剩类型的证言非正义可能

产生的伤害，但讨论并不充分，为了使得此种类型的证言非正义在可造成伤害的论据更加充分，故在此

对可信度过剩的证词交换中所出现的认知性伤害进行论述。 
第一，弗里克承认可信度过剩会导致被给予过剩可信度的认知者会出现慢性且长期的美德损害，即

“发展出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傲慢，以至于一系列认识上的美德使他遥不可及，使他思想封闭，独断专行，

无忧无虑，对批评无动于衷，等等。”([3] p. 20)在长期证词交换中给予说者超出其应得的可信度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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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者将偏见的过程可信度评判的身份刻板印象内化于自身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说者变得傲慢和武断，

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话者给予他的不相称的权威的结果；他对不同意见无动于衷，对批评无动于衷；

在互动的过程中，他会被认为是一个恶霸([7] p. 17)。除了会对认知者本身造成美德损害，弗里克并不认

为可信度过剩会造成对认知者本身更直接的认知性伤害，她的意思在于可信度过剩显然没有造成立即和

直接的伤害，但这仅仅考察美德性的伤害并不能充分地断言可信度过剩不会造成更直接的伤害。作为听

者，个体可能会错误地将可信度过剩给予所有与个体自身不同的人，从而相对地将隐性可信度缺乏给予

与个体自身相似的人([7] p. 18)。这意味着存在着给予可信度过剩的同时给予他人可信度缺乏的可能，因

而可信度过剩存在引起可信度缺乏的证词非正义的后果，所以即使独立考察的可信度过剩不会造成立即

和直接的伤害，随可信度过剩次生的可信度缺乏也会造成相应的直接且立即的证词非正义伤害。 
第二，可信度过剩还会造成使说者作为认知个体而言的物化伤害，此种物化不仅仅是上文所提到的

将认知者的认知能力身份忽略，仅仅将认知者作为认知信息源头来看待。而是将引起可信度过剩的偏见

性积极刻板印象固化于认知者个体，积极刻板印象主要是规定性的(建议群体成员应该如何行动)，而不是

描述性的(建议群体成员如何行动)。([6] p486)这意味着在听者获取说者的信息之前，听者便对说者进行

了带有积极刻板印象偏见的身份预设，即听者就其身份而言应当会传递某种领域内值得信任的非推论知

识。例如，有积极刻板印象的个人经常被导师和同伴劝阻，不去追求与群体刻板印象不同的兴趣([9] p. 415)。
这就意味着可信度过剩导致的受害者被视为与具体相同社会身份的其他人具有可替代或可互换的关系，

当说者被认为是可替代的，听者便不会感受到此种说者与其他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说者之间存在有明显

的类型区别，这就意味着将说者作为认知者而言完全根据其社会身份刻板印象而符号化了，认知者不在

作为拥有认知能力的认知者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具有可信度的符号而存在，通过夸大说者的能力依据

超越说者能力的符号来对说者给予评估本身便是一种非人化的伤害。 
第三，除了拥有积极刻板印象的社会身份外，一些社会边缘群体带有的消极刻板印象的社会身份也

会使得听者在证词交换过程中对说者给予过剩的可信度进而引起证词非正义的伤害。当一个被边缘化的

社会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的社会身份在某些社会信息上会引起过剩的可信度时(例如，黑人群体的运动能

力；亚裔学生的数学能力；黑人年轻女性的性知识掌握程度([10] p. 793)，作为此种社会群体的个体便不

允许提供“超出了从主导主体位置体验到的世界范围”([11] p. 107)，即使处于此种社会群体的个体本身

并无符合此种社会群体的身份刻板印象能力，她也不会被允许表达自身的真实经验，因为她作为此种社

会群体的一员被既定的社会群体身份刻板印象所束缚，如果她表达出更多的超越主导主体位置体验到的

世界经验，那么她就会丧失因此而来的可信度。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不被允许以超越主导经验的方

式做出贡献；更确切地说，问题是一个人只被允许(和期望)以被认为是“独特的”和“特别的”方式做出

贡献([6] p. 490)。因此，对于可信度过剩的证词非正义受害者而言，首先，给予过剩的可信度会把边缘化

的个人贴上社会群体代言人的标签，会让非主流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一种单一永久化的经历，进而使得

边缘化群体陷入一种认知非正义循环中；其次，个体会被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因为他们要代表他们的

全体社会身份全体来实现被规定的认知目标，因此会伤害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最后，证言不公正在等

级维护中有核心作用，强大的可信度膨胀维持了无知，并削弱了非主导群体成员的认知权威。 

5. 结论 

综上所述，可信度过剩存在着引起证言非正义的可能，从证言非正义的条件而言，存在着对说者作

为认知者身份的物化，且可信度过剩的可信度评估的依据是基于对说者社会身份的偏见刻板印象，又因

为证词非正义涉及不恰当的可信度评估，因而基于偏见的不恰当可信度评估的可信度过剩同样存在引起

证词非正义的可能，除此之外，在从听者被操纵或胁迫颠覆的说者那里提取虚假供词的情况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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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也可能构成证词非正义。从证词非正义的伤害来看，可信度过剩除了可以造成说者自身美德的损失，

同样也会面临着次生可信度缺乏所有的直接且立即的伤害，除此之外，非人化地将说者作为社会符号同

样对说者作为认知者的身份进行了认知性伤害，并使得边缘社会群体在整个社会认知领域中处于被支配

被符号化的地位，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作为认知非正义的充分性补充，可信度过剩存在着引起证词非

正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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